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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军工建设思想述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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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高度重视军工建设。主张在国家工业的整体发展中统筹军工建设，处理好军事工业

和民用工业的关系；在国防任务的需求牵引下开展军工建设，处理好应急备战和长期规划的关系；坚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

处理好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；坚持“以我为主”，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。这一系列实事求是、富有

实效、独具特色的军工建设思想，发挥了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，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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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作为党、国家和军队的

重要领导人，高度重视军事工业建设，将军工生产

视为人民解放军肩负的两大生产任务之一，将军工

近代化视为国防近代化的重要基础 [1]12。他始终着

眼国家安全发展全局，立足军工建设实际，遵循军

工建设规律，谋划、组织和领导军工事业，特别是与

聂荣臻一起主持“两弹一星”研制工作，为国防现代

化建设呕心沥血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此过程中，

周恩来阐述了一系列实事求是、富有实效、独具特

色的军工建设思想，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启迪。

一、在国家工业的整体发展中统筹军工建

设，处理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

新中国工业体系是在战争废墟上从无到有构

建起来的。在此过程中，周恩来主张，国家工业发

展以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为优先，军工建设与国

家工业发展相适应，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互结

合，实现国家工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工业生产水平

的稳步提升。

其一，国家工业发展以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

为优先。1951 年初，周恩来着手编制“一五”计划，

开始构想大规模建设蓝图。经过反复权衡，1952 年

7、8 月间，他审定《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

告》和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》，重工业

优先的发展思路已然清晰。周恩来首先从国家利

益的高度考虑问题，指出“我们要进行建设，看不到

整体就不行。我们看到了整个国家的建设，看到了

整体，也就看到了先后，看到了重点”[2]977-978。当时，

尽快改变旧中国重工业极其薄弱、国防科学技术基

本空白的落后面貌，是实现经济自主、国防巩固、国

家安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，符合国家最大最根本

的利益。周恩来同时还有着抓重点带动一般的重

要考虑。他指出：“突破尖端，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国

防现代化，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，带动整

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。”[1]501这实际上是从工业发

展客观规律的角度，阐释了新中国工业发展路径选

择的科学性。

其二，军工建设与国家工业发展相适应。周恩

来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，从来不是单向和孤

立的。“一五”计划大方向确定以后，他曾多次提到

“要重工业，又要人民”[3]230，即优先重工业，但不能

忽视与广大人民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轻工业和农

业，各方面尽可能地协调发展。军工建设尤其不宜

冒进，而应在国家工业整体发展的基础上获得长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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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稳固支撑，是周恩来的一贯认识。早在 1950

年全军参谋会议上，他就指出，部队生产是“小公”，

国家生产是“大公”，“小公”要服从“大公”。拟制兵

工建设五年计划，他又谈到，“现在兵工厂的建设规

模已经不小，不能冒进，其发展要与整个重工业的

发展相结合”[4]281。1956 年编制“二五”计划时，他进

一步指出，“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，重点加强冶

金工业、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，把底子打好；另一方

面，把原子弹、导弹、遥控装置、远程飞机搞起来，其

他的可以少搞”，“只有这个办法，不然就徘徊歧路，

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。把器材、资金统统集中

搞国防工业，别的生产少了，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

善，各方面紧张，而武器制造出来，仗又不打，炮不

能吃，枪也不能吃，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。所以非

下决心不可”[3]236-237。1962 年，我国面临来自外部的

巨大军事压力，中央军委制定了“备战整军”方针，

全军部队按战备要求进行整编，周恩来依然强调，

“军队的调整要与国家的经济形势相适应。看来，

国防工业要走到整个工业的前面是不行的”[1]425。

即使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还是坚持“国防工业建设

应该从小到大，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”[1]556。

其三，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互结合。军事工

业和民用工业坚持平战结合、军民结合、军民两用

的原则，走集约高效发展之路，是党的第一代领导

集体共同探索形成的战略思想。其中，周恩来对这

个问题思考得比较早也比较深。1954 年，他批示总

后勤部关于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剩的报告：“我意，基

本方针应是：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

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，其过剩者应移交

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”[1]329。这虽就军需工厂

结构调整而言，但已蕴含着军事工业要为社会服务

的重要思想。在 1956 年毛泽东表明“学两套本事，

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，在民用工

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”[5]306的看法以后，第

二机械工业部很快制定了“平战结合、军民结合、以

军为主、寓军于民”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。周恩来

在领导军工建设的实践中，不仅把“大规模的军民

结合”具体解读为“民用工业在平时要有战时的准

备，以便在一旦爆发的情况下就能够迅速地转到战

争的轨道上来。军事工业在平时也要兼为经济建

设服务，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能力，尽可能多生产

一些民用产品”[1]500；而且不断深化自己的思考，据

钱学森回忆，在一次研究“两弹”工作的专委会上，

“周总理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‘我们这套东西将

来也可以民用嘛！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。’我记

得很清楚，他这句话我很赞成。这就是指那套组

织、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、生产的一套领导方

法，可以应用并推广”[6]289-290。显然，这种认识已经

突破了军事工业生产民品、民用工业生产军品的

“学两套本事”层面，进入到建设经验及模式相互借

鉴、相互交融的更高境界。

二、在国防任务的需求牵引下开展军工建

设，处理好应急备战和长期规划的关系

新中国的国防任务艰巨而又复杂。世界头号

军事强国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期威胁我国的安

全、主权和领土完整。60 年代与苏联交恶以后，我

国又一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。随着国家安

全形势不断恶化，中央对于战争危险的估计也越来

越严重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包括军工生产在

内的整个军事建设围绕备战而展开。如何处理应

急备战和长期规划的关系，成为军工建设中的突出

问题。周恩来主张，“一方面备战，一方面还要摸长

期规划，要备战和长期规划相结合”[1]517。备战与规

划，从根本上说，都是由国防任务的需求所牵引，是

相互联系的，而不是对立或割裂的。应急备战要有

规划，无论形势多么紧张，即使在爆发了战争的特

定条件下，也不能盲目行事，乱了阵脚；长期规划是

为了更好地备战，虽然某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实际

情况变化而调整，但其具有科学性和稳定性，一旦

确定下来，便不能随意取消。这二者结合在一起，

才能兼顾现实和长远的双重需要，促进军工建设的

更好发展和国防能力的有效提高。
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周恩来一方面非常务实地

主持决定兵工生产的方针“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

经验与加强国防的需要进行生产与逐步地改造生

产，使之尽量地满足战争的要求与适合作战的要

求”[1]196，强调“首先应使现有的人力、物力发挥应有

效率，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

题”[4]239。另一方面，他在战争准备阶段，就卓有见

地地要求各军种建设应预有计划，“如果今天订不

出长远计划，也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

建军计划，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”[1]46。1952 年 7 月，

他又以兵工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中央递交《关于兵

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》，提出兵工要改造老厂，建

设新厂，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

器、弹药和空军、海军弹药的基础，规定 18 种枪炮

为国家制式武器，比较细致地规划了下一步的军工

建设[4]251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相对和平阶段，人民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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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军向着“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”凯

歌行进，周恩来更是强调积极地、有步骤地、考虑综

合平衡地改善武器装备。例如，他讨论海军建设计

划指出，“从我国造船工业可能发展速度、国家财政

能力和即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订货协定等情况出

发”，“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”[1]331。

这一时期，他先后主持制定了多个军工建设规划，

特别是本着“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

军”[3]185的态度，明确了国防科研工作“实事求是、循

序渐进、坚持不懈、戒骄戒躁”的方针，制定了史无

前例的《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

景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（简称《十二年规划》），从投入

资金、组织机构、主要项目、人才建设等各方面擘画

蓝图，保证了军事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飞速发展。

进入 60 年代，应急备战的气氛越来越浓。周恩

来仍然力主军工建设的合理性计划性，尽己所能做

了许多“降温”的工作。他曾语重心长地说，“我们

要准备大打，准备快打，准备两面打，但战备工作的

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。我们的计划定了之后，不

要因为一时的风吹草动，就天天变”[1]524。周恩来多

次具体指导军工建设，“第一要排队，第二要循序，

第三是集中力量搞尖端”[1]427；“仗要一个一个地打，

自力更生的实现要一个一个表现出来。想一下什

么都行，这是没有分析的空想，是错误的。有些武

器搞出来了，过不了技术关，也不能用，反而造成错

觉”[1]430；实施大、小三线建设必须统筹安排，逐步实

现，“不论是一线地区还是二线地区的建设，都要精

心研究，统一规划，分别轻重缓急，根据资金设备、

材料的可能，认真排队，逐步实施，保证搞一个，成

一个”[1]491-492。

三、坚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处理好尖端武器和

常规武器的关系

20 世纪 50 年代，在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

美国的多次核讹诈，面对愈演愈烈的世界核军备竞

赛，我们党坚定了发展自己的核事业、打破敌人核

威胁的思想认识。毛泽东说过，“原子弹，听说就是

这么大一个东西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人家就说你不算

数”[5]387。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，他综合

考虑国防安全与和平建设的因素，深入剖析掌握原

子能的极端重要性，认为“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

学，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”，“原子能如果为和平

建设服务，就可以造福人类”，并坚信，“只要我们认

真工作，我们是能够掌握原子能的”[1]369、357-358、359。周

恩来始终坚持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不动摇，为我国核

事业的酝酿、决策和发展而殚精竭虑。与此同时，

他又总是以宽广视野考察整个军工建设，主张“尖

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”[1]421，二者不可偏废，做出

了精到分析。

一是认为战争威胁的实际决定了必须“两条腿

走路”。1961 年，周恩来在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

议上谈到，虽然核武器是打破敌人威胁的利器法

宝，但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还是常规战争，这种实

际情况决定了我们“尖端要有。有了导弹、核武器，

才能防止使用导弹、核武器；如果我们没有导弹，帝

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”，常规武器的发展也“要很快

跟上去”[1]421。翌年，他围绕“备战整军”再次强调，

“今天打仗不仅在五年内而且在十年内我们还是打

常规战争，作战计划要放在打常规战争上，但仍然

要抓紧搞尖端”，“准备在今后十年中，把常规武器

搞充足起来”[1]431。1969 年，对苏斗争形势极为紧

张，“早打、大打、打核战争”的战略指导思想已经明

确，周恩来还是表示：“打起仗来，主要是靠常规武

器”，要求常规武器的发展常抓不懈[7]280。

二是认为科技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必须“两条腿

走路”。周恩来一贯认为，既要看到抓尖端可以带

动常规；又要看到常规是尖端的基础，发展尖端犹

如攀登科学的珠穆朗玛峰，如果不首先把常规搞得

像个样子，则“基础打不好，尖端也上不去，工作就

是不到家”[1]431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1961 年，他在国

防尖端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，向中央建议组建国防

工业办公室，“对常规武器、国防尖端科学研究、干

部培训以及生产建设等工作进行统筹规划，全面安

排，组织执行和督促检查；加强国防工业部门之间

以及国防工业部门同其他有关工业部门之间、同各

兵种之间的联系，并且组织互相协作配合。”[1]422 嗣

后，新成立的国防工办直接归口管理二机部、三机

部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三是认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“两条腿走

路”。新中国是一个刚刚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

任务、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。这一点，决定了

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目标只能是建立适度的核威

慑力量体系，而不能脱离实际的单骑突进。1956

年，周恩来就曾说过，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

武器，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、导弹、远程飞机，“这个

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，不决定于是否有

很高的产量。”[3]232 后来，他也多次表达，“在尖端武

器发展上，我们要以质胜敌，数量不能太多，太多了

反而背包袱”[7]280。为此，周恩来对国防科技战线提

出了“高度的政治思想性、高度的科学计划性、高度

－－ 83



的组织纪律性”的“三高”要求和“严肃认真、周到细

致、稳妥可靠、万无一失”的十六字方针。朱光亚曾

经回忆，总理多少次谆谆教诲，核试验关系重大，绝

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，我们国家穷，做什么事，都要

考虑周到，略有失误，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[6]307。

四、坚持“以我为主”，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

取外援的关系

周恩来向来主张，军工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

为主，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，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

路。自力更生为主，事关能否自己主宰命运的大问

题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

过，“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，我们也不能

有依赖之心”，不能一切依赖外援，“倒在外国人怀

里”[2]904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反复强调，对于中国来

说，自力更生具有战略意义，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

革命要靠自己，建设也要靠自己”[1]429。

本着这样的认识，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边打

边建，到其后整建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，周恩

来始终要求广大军工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建

设。特别是发展核事业，在苏联援助我们的情况

下，他未雨绸缪，指出“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

家”[6]318；当中苏关系破裂后，中央毅然做出继续发

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，他更是明确了“独立自主、自

力更生、立足国内”的建设方针，提出“要、学、买、

钻”四个字，指出：“不管要到、学到、买到与否或者

多少，主要还靠自己钻研。自己不钻，不仅不能有

独特的创造发明，而且也不能把要到、学到、买到的

用于实际或有所发展”[8]1574。领导国防科技战线做

到了不乱阵脚，不受挟制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

难困苦，最终完成“两弹一星”研制的既定任务。

努力争取外援，则关系到能否少走弯路，能否

体现后发优势，降低研发成本，尽快改变军工建设

的落后面貌。身兼军事、外交多重领导的周恩来，

在新中国争取苏联军事援助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

要的历史角色，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华的军工建

设项目，大都经由他决策、争取最终落实下来的。

翻阅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文稿不难发现，他就军

工建设与苏方的往来文电比比皆是，足以为证。

1954 年 9 月，他借赫鲁晓夫访华之机，和苏联订立

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》，提升了苏联对华装备技

术援助质量，苏方开始提供现役常规武器装备样品

及制造技术，从而使我国从仿制苏式旧装备转向仿

制苏式现役新装备。1957 年，周恩来抓住国际形势

变化、赫鲁晓夫对华军事援助限制松动的时机，领

导主持了与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的谈判工作，促

成双方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。根据该协定，苏联对

华军事技术援助出现实质性突破，从帮助中国发展

核工业延伸到核军事领域，对我国尖端武器发展助

益良多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周恩来关于争取外援的思路开

阔，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。抗美援朝战争期

间，他就说过，“我们要向敌人学习”[1]297。1971 年

底，他出席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，就进口国外先进

技术产品的具体问题鲜明指出：不能认为凡是资本

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，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

的；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，要批判地学习外国

的东西[7]501-502。

以上辩证处理四对重要关系的真知灼见，仅就

周恩来军工建设思想择要言之。此外，周恩来关于

军工的生产与基建、质量与数量等关系也多有论

述，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、在

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扩大数量等论断。这些思想，从

实际出发，按规律办事，发挥了极大的现实指导作

用。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计划中，国防工业均被列为重

点，军工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有计划

有步骤地调整布局分工，开展技术研究，淘汰陈旧

装备，彻底改变军工厂小、散、乱及维修仿制和土法

生产的落后状况，逐步实现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

史性转变。至 1959 年，已建成兵器、航空、船舶、电

子等大中型企业 100 多个，初步形成研究、设计、生

产相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。至 70 年代，又掌握了

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体系。短短 20 余年间，武

器装备的原理、结构和性能发生了质的变化，杀伤

力、机动力和防护力出现了断代性飞跃。这一军事

奇迹的取得，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结

果，也极大地凝聚着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心血、智慧

和辛劳。

[责任编辑 周 峰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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